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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理解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对于优化生育政策、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本文认为生育类似 “经验性商品”, 生育经历会显著影响个体的生育意愿。 使用中国

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和事件分析方法, 本文从实证层面考察了一孩生育经历对女性生育意

愿的影响。 结果显示: 一孩生育经历会显著提高女性的意愿生育数量, 在生育过一孩后,

女性意愿生育数量显著提高 0. 432, 相当于使已婚未育女性意愿生育数量显著增加了 30% ;

一孩生育经历对高收入水平、 隔代同住、 一胎性别为女孩以及农村女性的意愿生育数量的

促进作用更强。 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一孩生育对家庭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 发现生育一孩后,

虽然家庭在儿童照料方面投入增加, 家庭收入和消费水平却没有受到统计上显著的影响,

这表明一孩生育对家庭造成的短期经济成本较为有限。 这意味着, 一孩生育的实际经济成

本可能低于生育前的预期成本, 从而导致女性意愿生育数量向上调整。 本文的研究发现表

明, 一孩生育可以间接撬动二孩生育, 生育支持政策不仅需要关注二孩、 三孩生育, 也需

要鼓励和引导一孩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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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人口问题是 “国之大者”, 始终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基础性、 长期性和战略

性问题, 会显著影响一国的创新活力、 经济增长潜力以及国际竞争力。 2000 年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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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 人口年龄结构快速老化。 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显示, 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 1. 3, 进入学界划分的极低生育率水平。 国家统计

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2 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 0. 60‰, 自 1962 年以来首次出现

负增长; 人口出生率从 2016 年的 13. 57‰下降到 2023 年的 6. 39‰。 中国人口再生产面

临严峻挑战。
为改善中国人口结构, 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保持中国人力资源禀

赋优势, 党中央、 国务院审时度势, 多次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优化 (张川川, 2024)。

2014 年实施 “单独两孩” 政策, 2016 年实施 “全面两孩” 政策, 2021 年实施 “三孩”
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然而, 从历次生育政策调整的结果来看, 人口生育率下降

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 家庭部门对生育政策调整的反应力度低于政策预期, 生

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存在进一步优化的空间。 因此, 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生育支持

政策,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需要更加全面地考察家庭部门的生育决

策规律, 在揭示生育决策规律的基础上, 更加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实施生育政策, 提高

政策的实施效果。

从现有研究来看, 家庭生育行为既受到计划生育等人口政策的影响 (庄亚儿等,
2014), 也受到教育、 住房、 就业、 收入等社会经济因素 (Dribe et al., 2014; Yi &
Zhang, 2010; Zhang, 1990; Zhang & Spencer, 1992) 以及社会文化规范的广泛影响 (Li

& Zhang, 2009; Zhang, 2019)。 生育率下降幅度较大的地区往往也是社会经济结构和生

育观念转变较为深刻的地区 (Cai, 2010; Poston & Gu, 1987; Zhang, 2017)。 现有的生

育理论主要建立在 Becker (1960) 对生育决策行为的开创性分析的基础上。 Becker

(1960) 将子女看作是类似于住宅、 汽车等商品的 “耐用消费品”, 认为子女能够带给父

母精神层面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从而将生育决策纳入了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分析框架。
后续研究延续这一思路, 主要从生育成本和生育收益两方面分析影响家庭生育行

为的各类因素及其作用大小。 生育成本包括从怀孕、 分娩到抚育子女长大成人所需要

的各种直接支出, 以及隐性的、 难以用金钱度量的间接成本, 例如抚养子女所付出的

时间成本、 照料成本 (Aassve et al., 2012) 以及与职业生涯发展相关的机会成本等

(Leibenstein, 1974)。 此外, 宏观层面的社会经济形势 (Cai, 2010; Guldi & Herbst,

2017)、 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水平 (陈欢、 张跃华, 2019; Ehrlich & Kim, 2007;
Hohm, 1975)、 住房成本和教育支出水平的变化 (Yi & Zhang, 2010) 均会作用于生育

成本, 进而对个体的生育决策产生影响。 生育的收益则包括从生育子女和子女陪伴中

所直接获得的效用、 子女成年后的劳动经济收入和在此基础上发生的给予父母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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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 子女提供的风险保障作用等 (Leibenstein, 1975; Myrskylä & Margolis, 2014)。

此外, 个 体 的 社 会 经 济 地 位 ( Dribe et al., 2014; Moffitt, 1984 )、 受 教 育 程 度

(Cherlin, 2016; Zhang, 1990 )、 主观幸福感与婚姻满意度 ( Luppi, 2016; Parr,
2010)、 原生家庭规模 (Beaujouan & Solaz, 2019) 以及生育观念 (Min et al., 2012;
Zhang, 2019) 等因素也会通过影响生育偏好和生育约束最终作用于生育决策。

本文认为, 现有理论在分析个体或家庭生育决策时, 没有区分实际的生育成本和

收益与决策者预期的生育成本和收益。 在做出生育计划或者生育决策时, 家庭是基于

生育前所掌握的信息对生育的成本和收益形成初步的判断, 从而确定最优生育数量。 然

而, 家庭生育决策所基于的预期可能与事后实际发生的生育成本和收益存在差异。 没有

人生来就是父母, 生育应当被看作是一种 “经验性商品” (Nelson, 1970)①。 一个人只

有在亲自体验过 “父母” 角色之后, 才会对生育成本和收益产生准确理解并做出恰当的

判断。 生育经历带来的对生育成本和收益的重新评估可能会影响最初的生育计划。 有研

究指出, 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会随个体年龄和认知水平的增长而不断变化: 在个体生命

历程的早期, 生育意愿主要受家庭背景以及对未来的自我认知形象的影响; 而在生命历

程的后期, 生育意愿又会受到外部发展环境以及婚姻、 家庭、 职业领域的重要经历的影

响 (Liefbroer, 2009; Rackin & Bachrach, 2016)。 然而, 很少有研究关注个体生育意愿在

时间维度上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旨在利用长期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一孩生育经历对

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 这一方面有助于加深对家庭生育决策规律的认识, 丰富现有的生

育决策理论; 另一方面, 也能够为生育支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理论和经验参考。
本文基于 1991 - 2011 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 (CHNS) 数据, 使用事件分析方法

估计了一孩生育经历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 研究发现, 一孩生育经历会显著提升女

性的意愿生育数量, 一孩生育经历使得女性意愿生育数量平均提高了 0. 432, 相当于使

已婚未育女性的意愿生育数量显著增加了 30% 。 该研究结论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

验后依然成立。 异质性分析表明, 一孩生育经历对高收入水平、 隔代同住、 一胎性别

为女性、 农村女性的意愿生育数量的促进作用更强。 这表明对于那些收入水平更高、
子女有人照料从而时间机会成本较小的家庭, 意愿生育数量在有过一次生育经历后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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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tigler (1961) 提出 “信息搜寻” 概念, 指出经济行为主体要做出最优决策需要进行信息搜

寻, 直至在边际搜寻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时实现效用最大化。 Nelson (1970) 进一步将商品

分为 “搜寻性商品” 和 “经验性商品”, 前者在消费前就可以通过搜寻对其属性进行评估,
从而可以消除与生产者之间有关产品效用的信息差异; 而后者则需要在真实的消费和体验后

才能对其成本和效用有准确的认知, 进而做出理性决策。



容易向上调整。 进一步的分析显示, 尽管一孩生育经历会增加家庭在儿童照料方面的

投入, 但是对家庭收入、 支出和家务劳动时间等并没有产生统计上显著的影响。 这可

能意味着, 生育给家庭带来的短期成本低于生育前家庭所预期的成本, 从而导致家庭

在生育发生后重新评估了生育的成本和收益, 并向上调整了意愿生育数量。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本文基于消费者理论中的经验

性商品理论, 指出生育类似于 “经验性商品”, 一孩生育经历会导致决策主体重新评估

生育的成本和收益, 从而向上调整意愿生育数量, 这加深了对生育决策规律的理解,

丰富了现有的生育决策理论。 第二, 本文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追踪调查数据, 从经

验上估计了育龄女性一孩生育经历对其生育意愿的影响, 为理解中国育龄女性生育意

愿的决定因素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第三, 通过分析不同收入水平、 不同照料可得性

家庭中一孩生育经历对其生育意愿的影响, 本文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一孩生育经历

影响生育意愿的潜在机制, 从而为科学制定和实施积极的生育支持政策提供了更具针

对性的理论和经验参考。

本文其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介绍本文使用的数据和关键变量; 第三

部分介绍本文的识别策略和计量模型设定; 第四部分报告一孩生育经历影响生育意愿

的估计结果; 第五部分分析一孩生育经历对生育意愿的异质性影响, 并探讨一孩生育

经历影响生育意愿的作用机制; 第六部分为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　 数据和变量

(一) 数据来源和样本选取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 (CHNS)。 CHNS 是由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美国国家营养与食物安全研究所和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人口研究中心联合进

行的大规模社会健康调查, 该调查始于 1989 年, 之后分别在 1991 年、 1993 年、 1997
年、 2000 年、 2004 年、 2006 年、 2009 年、 2011 年和 2015 年进行了 9 轮调查。 CHNS
采取多阶段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 在分别位于中国东、 中、 西部的 9 个省份 (2011 年

扩展到 11 个省) 随机抽取受访家户。 CHNS 对中国居民的膳食结构变迁、 人口健康状

况、 老年人口的身体功能、 育龄妇女的生育史及生育观等信息进行了追踪调查, 样本

先后覆盖了 11130 个家庭的 42829 个个体受访者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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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 CHNS 数据的详细介绍, 参见 https: / / www. cpc. unc. edu / projects / china。



CHNS 1991 - 2011 年的调查中询问了育龄妇女有关生育史及生育观的信息。 出

于研究目的的需要, 本文使用这一时期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同时, 考虑到中国法

定结婚年龄以及女性的生育年龄, 本文将分析样本限制在年龄在 20 ~ 40 岁之间、

婚姻状态为 “在婚” “丧偶” “离异” 、 一孩生育时间发生在 1991 - 2011 年期间、

在样本期间至少被调查过两次的女性个体, 最终得到涵盖 8 次调查的 3577 个样本

观测值。

(二) 变量定义和样本描述

1. 被解释变量: 生育意愿

生育意愿可以被视作 “陈述性偏好”①, 尽管也受到实际生育约束条件的影响, 但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受访者对于生育行为的个人偏好。 CHNS 调查数据提供了育龄女性

有关生育史以及生育观的信息。 本文根据这些信息, 计算了每一位受访者的 “意愿生

育数量”。

图 1 展示了样本女性的意愿生育数量和实际生育数量的分布情况。 如图所示, 育

龄女性的意愿生育数量主要为 1 个或 2 个, 3 个及以上仅占全部受访者的 6. 54% ; 意愿

生育数量的样本均值为 1. 420, 未达到 2. 1 的人口世代更替水平; 有 100 名受访者报告

的意愿生育数量为 0, 占总样本比例大约为 2. 80% 。

图 1　 意愿生育数量及实际生育数量的样本分布

资料来源: 根据 1991 - 2011 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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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中, 偏好是无法被直接观察和度量的。 在环境经济学、 健康经济

学、 行为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中, 研究人员通过调查访谈的方式收集受访者的 “陈述性偏

好”, 用于反映受访者对某些商品或服务的偏好 (Carlsson & Martinsson, 2003; Johnston et
al., 2017)。



2. 解释变量: 一孩生育经历

本文根据第一个孩子出生时的年份判断受访者在调查时点是否已经生育过一胎。

如果受访者的一孩生育时间小于等于当前调查时点, 则取值为 1, 否则取值为 0。 尽管

随着生育次数的增加, 人们对生育能够带来什么后果的认知会不断更新, 但显然个体

的认知更新主要发生在第一次生育之后。 因此, 本文关注一孩生育经历所导致的生育

意愿调整。

3. 控制变量

个体生育意愿还受到其他个体以及家庭层面因素的干扰, 为尽可能控制其他可能

影响女性多孩生育意愿的因素, 本文还控制了一系列个体以及家庭层面的可观测变量,

包括女性的年龄、 受教育程度、 婚姻状态、 医保参保情况、 劳动参与情况、 家庭总收

入和隔代同住情况等。 此外, 由于生育数量是夫妻双方共同决策的结果, 本文进一步

控制了被调查女性配偶的年龄以及受教育程度。

表 1 报告了本文主要变量的定义及样本描述性统计。 由表 1 可知, 样本女性的平

均意愿生育数量为 1. 420。 女性及其配偶的平均年龄分别为 31. 168 岁和 32. 799 岁, 且

受教育程度以初高中学历者居多。 被调查家庭中, 有 66. 40%的家庭选择与父母或者公

婆共同居住, 说明隔代同住的现象较为普遍。

表 1　 主要变量含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意愿生育数量 现有子女数与意愿再生育子女数之和 3577 1. 420 0. 677

年龄 范围在 20 ~ 40 岁 3577 31. 168 5. 167

居住地类型 城市 = 1, 农村 = 0 3577 0. 299 0. 458

受教育程度
1 ~ 6 依次对应小学 / 初中 / 高中 / 中专 / 大专或大学 / 硕士及

以上学历
3577 2. 279 1. 123

婚姻状态 当前婚姻状态: 已婚 = 2, 离婚 = 3, 丧偶 = 4 3577 2. 003 0. 069

医保参保情况 目前是否有医保: 是 = 1, 否 = 0 3577 0. 523 0. 500

劳动参与情况 目前是否有工作: 是 = 1, 否 = 0 3577 0. 782 0. 413

家庭总收入 家庭对数总收入 3577 10. 222 1. 222

隔代同住情况 是否与父母或公婆同住: 是 = 1, 否 = 0 3577 0. 664 0. 472

配偶年龄 配偶 (丈夫) 的年龄 3577 32. 799 5. 668

配偶受教育程度
1 ~ 6 依次对应小学 / 初中 / 高中 / 中专 / 大专或大学 / 硕士及

以上学历
3577 2. 423 1. 091

　 　 资料来源: 根据 1991 - 2011 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04·

劳动经济研究　 2024 年第 12 卷第 5 期



三　 识别策略和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TWFE) 估计一孩生育经历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

作为基准估计结果:

Desiredit = α0 + α1 firstchildit + θX it + ηi + σt + μpt + εit (1)

其中, i 表示个体, t 表示调查年份。 被解释变量 Desiredit表示个体 i 在调查期 t 的

意愿生育数量, 核心解释变量 firstchildit表示个体 i 在调查期 t 是否生育过一孩。 X it表示

一系列个体或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 包括个体的年龄、 受教育程度、 医保参保情况、

劳动参与情况、 婚姻状况、 家庭总收入对数、 隔代同住情况以及女性配偶 (丈夫) 的

年龄和受教育程度。 ηi 表示个体固定效应, 以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因素的影响。

σt 表示年份固定效应, 以控制不随个体变化的时间因素的影响。 此外, 考虑到各省在

社会经济形势、 公共服务与生育保障水平上的差异, 本文进一步控制了省份 - 时间固

定效应 μpt, 以消除地区层面随时间变化的因素。 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 α1 是本文重点关

注的模型参数, 反映了一孩生育经历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

式 (1) 为静态模型, 估计了一孩生育经历对生育意愿的平均效应。 在式 (1) 的

基础上, 本文进一步构建如下动态模型, 即文献中通常采用的事件分析模型 (Sun &

Abraham, 2021), 以估计一孩生育经历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动态影响:

Desiredit = α0 + ∑5

k = -4,k≠-1
δkDk

it + θX it + ηi + σt + μpt + εit (2)

其中, Dk
it表示一孩生育后的第 k 年的虚拟变量, 个体 i 的一孩生育事件距离调查

年份 t 为 k 期时, Dk
it取值为 1, 否则为 0。 本文将一孩生育事件前 1 期作为基期, 考察

一孩生育后第 k 期意愿生育数量的变化。 其余变量的定义同式 (1)。 系数 δk 是本文重

点关注的核心参数, 事后的系数能衡量一孩生育经历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动态影响, 事

前的系数能够间接用于判断式 (1) 和式 (2) 所依赖的平行趋势假设是否成立。

四　 实证结果

(一) TWFE 静态模型估计结果

表 2 第 (1) 列和第 (2) 列报告了基于式 (1) 估计的一孩生育经历对女性生

育意愿的影响。 其中, 第 (1) 列的估计仅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以及

·14·

张川川等: 一孩生育经历与生育意愿的调整



省份 - 时间固定效应, 第 (2) 列则在此基础上加入了一系列个体及家庭层面的控制

变量。

表 2　 一孩生育经历影响意愿生育数量的静态结果

意愿生育数量

基准回归 基准回归 Sun & Abraham 方法

(1) (2) (3)

一孩生育经历
0. 438∗∗∗

(0. 068)
0. 432∗∗∗

(0. 068)
0. 347∗∗∗

(0. 068)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省份 -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3283 3283 3283

调整 R2 0. 526 0. 526 0. 535

　 　 注: 控制变量包括女性年龄、 受教育程度、 医保参保情况、 劳动参与情况、 婚姻状态、 家庭总收入对数、 隔

代同住情况、 配偶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 所有回归都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及省份 - 时间固定效应;
括号内为聚类到个体层面的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 、 5%以及 10%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1991 - 2011 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表 2 第 (1) 列的估计结果显示, 一孩生育经历显著提高了女性意愿生育数量。 生

育过一孩以后, 受访女性报告的意愿总子女数量显著增加了 0. 438, 相当于已婚未育女

性平均意愿生育数量的 30% , 且系数估计值在 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表 2 第 (2) 列

在加入了一系列个体特征、 家庭特征之后, 系数估计值几乎没有变化, 这也表明估计

结果非常稳健。 在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并控制了省份 - 时间固定效应之后, 参数估

计值存在遗漏变量偏误的可能性已经很小。

(二) 动态模型估计结果

图 2 报告了基于式 (2) 的动态模型估计结果。 图 2 显示, 生育意愿在有过第一次

生育经历的当年即出现了显著的向上调整, 在随后年份中基本上维持稳定。 这表明生

育经历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是即时发生的, 且该效应没有随着时间推移发生变动。 图 2

也显示, 在生育事件发生之前, 生育意愿的变动趋势是平稳的。 这虽然不能直接表明

式 (1) 和式 (2) 所依赖的平行趋势假设成立, 但是仍然增强了我们对该假设成立

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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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一孩生育经历影响女性意愿生育数量的动态结果

注: 实心点表示该时期的回归系数 δk; 竖线为聚类到个体层面稳健标准误对应的

95%置信区间。
资料来源: 根据 1991 - 2011 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三) 稳健性检验

1. 排除交错型双重差分在存在异质性处理效应时的 “负权重” 问题

由于不同受访者生育一孩的时间不同, 因此在存在异质性处理效应的情况下, 本

文式 (1) 和式 (2) 的估计可能会存在 “负权重” 问题 ( Callaway & SantAnna,

2021; Goodman-Bacon, 2021)。 有鉴于此, 本文采用 Sun & Abraham (2021) 提出的交

互加权估计方法, 使用从未接受处理的单位或最后接受处理的单位作为对照组, 对式

(1) 进行重新估计, 估计结果报告在表 2 的第 (3) 列。 结果显示, 使用 Sun &

Abraham (2021) 方法得到的估计系数与基准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很接近, 一孩生育经

历使得女性的意愿生育数量上升了 0. 347, 相当于使已婚未育女性的意愿生育数量显著

增加了 24% 。

进一步, 本文使用 Sun & Abraham (2021) 提出的估计方法对式 (2) 的动态模型进

行了重新估计, 结果报告在图 3。 图 3 的动态模型估计结果与图 2 报告的估计结果基本一

致。 略有不同的是, 一孩生育经历对生育意愿的提升作用在生育 3 年以后略有下降。

2. 排除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

另一个可能对本文估计结果产生影响的因素是限制生育背景下计划生育政策的地

区差异。 在 “全面两孩” 政策实施之前, 非独生子女家庭面临不同程度的超生处罚。

冯国平和郝林娜 (1992) 曾统计中国 28 个地方计划生育条例的超生处罚规定, 包括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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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基于 Sun & Abraham 方法估计的意愿生育数量的动态结果

注: 实心点表示该时期的回归系数 δk; 竖线为聚类到个体层面稳健标准误对应

的 95%置信区间。
资料来源: 根据 1991 - 2011 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济处罚、 行政处分、 取消福利待遇、 强制终止妊娠等。 虽然 CHNS 调查问卷在提问时

设置了 “如果你可以选择所要孩子的数量” 这一前提, 或许可以排除计划生育政策对

回答的干扰, 但在当时的超生惩罚压力下, 受访者回答的生育意愿仍然可能受到当地

超生惩罚政策的影响, 例如更高的超生罚款可能会导致受访者报告更少的意愿生育

数量。

因此, 本文参考郭志刚等 (2003) 的做法, 根据各省平均政策生育率划分了各省

的 “计划生育实施强度”, 并将样本分为生育管制与超生处罚 “严格” 的省份或城市

(包括居住在上海、 江苏、 北京、 重庆、 辽宁、 黑龙江、 山东的样本) 和 “宽松” 的

省份或城市 (包括居住在剩余省份的样本) 两组, 并重新对式 (1) 进行了估计。 表 3

第 (1) 列和第 (2) 列报告了估计结果。 结果显示, 无论样本所在省份的超生处罚政

策实施宽松抑或严格, 一孩生育经历均会显著提升女性的意愿生育数量, 且估计系数

非常接近, 表明各地区计划生育政策的差异并不会显著影响本文的结论。

3. 排除其他潜在遗漏变量的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 独生子女和有兄弟姐妹的个体在生长发育、 受教育程度、 职业选

择、 家庭消费和储蓄等多个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 (Conley & Glauber, 2006; Li et al.,

2008; Rosenzweig & Zhang, 2009)。 在婚育观念上, 独生子女更有可能倾向于延迟结婚

和减少生育 (Huang et al., 2021)。 因此, 为排除独生子女身份特征对本文估计结果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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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产生的影响, 本文进一步控制了被调查女性及其配偶 (丈夫) 的独生子女状态 (即

“妻子是否为独生女” 和 “丈夫是否为独生子”), 估计结果报告在表 3 第 (3) 列中。

估计结果显示, 在控制了女性及其配偶的独生子女身份特征后, 一孩生育经历使得样

本女性的意愿子女数量向上调整了 0. 439, 并且估计系数仍然在 1%的水平上显著。

表 3　 稳健性检验

意愿生育数量

排除替代性解释 排除前定变量干扰 排除年龄分组的影响

政策宽松 政策严格 控制独生子女身份 20 ~ 30 岁 20 ~ 35 岁 20 ~ 40 岁

(1) (2) (3) (4) (5) (6)

一孩生育经历
0. 427∗∗∗

(0. 097)
0. 421∗∗∗

(0. 093)
0. 439∗∗∗

(0. 069)
0. 390∗∗∗

(0. 088)
0. 405∗∗∗

(0. 071)
0. 432∗∗∗

(0. 06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 -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711 1572 3230 1163 2334 3283

调整 R2 0. 486 0. 451 0. 529 0. 385 0. 461 0. 526

　 　 注: 控制变量包括女性年龄、 受教育程度、 医保参保情况、 劳动参与情况、 婚姻状态、 家庭总收入对数、 隔

代同住情况、 配偶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 所有回归都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及省份 - 时间固定效应;
第 (3) 列在此基础上控制了女性及其配偶的独生子女身份特征; 括号内为聚类到个体层面的标准误;∗∗∗、∗∗、∗分

别表示在 1% 、 5%以及 10%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1991 - 2011 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4. 排除年龄分组对结果的影响

在基准回归模型中, 本文只保留了年龄在 20 ~ 40 岁的女性样本。 为进一步验证本

文所选样本的稳健性, 本文重新划分了样本年龄区间, 分别构造女性年龄为 20 ~ 30

岁、 20 ~ 35 岁、 20 ~ 40 岁的区间, 重新估计式 (1), 估计结果报告在表 3 第 (4) 列

至第 (6) 列中。 结果显示, 本文关注的核心参数在不同年龄区间内均显著, 且各年龄

组估计结果非常接近。

五　 一孩生育经历对生育意愿的异质性影响和潜在作用机制

(一) 不同收入水平下一孩生育经历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家庭收入水平的变化会通过生育的机会成本 (替代效应) 和家庭可支配收入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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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效应) 两个途径影响生育意愿和生育数量 (Becker, 1960, 1965)。 生育的机会成本

主要是父母为生育和养育子女而减少工作时间或退出劳动力市场所导致的收入损失

(Becker, 1965; Dribe et al., 2014), 会随工资收入的提高而增加, 从而降低家庭对子

女的需求。 与此同时, 在假设子女为 “正常商品” 的情况下, 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提高

又会导致有更多的资源可以用于生养子女, 从而增加家庭对子女的需求。 因此, 本文

推测一孩生育经历的正向效应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女性群体中存在异质性, 具体数值大

小取决于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相对大小。

本文参考何明帅和于淼 (2017) 的做法, 将样本女性按照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进

行三分位数分组, 分为 “低收入” “中等收入” 和 “高收入” 三组。 表 4 报告了一孩

生育经历对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

表 4　 不同收入水平对意愿生育数量的异质性影响

意愿生育数量

低收入 中等收入 高收入

(1) (2) (3)

一孩生育经历
0. 273∗∗

(0. 133)
0. 221

(0. 174)
0. 452∗∗∗

(0. 13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省份 -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860 845 967

调整 R2 0. 600 0. 506 0. 343

　 　 注: 控制变量包括女性年龄、 受教育程度、 医保参保情况、 劳动参与情况、 婚姻状态、 隔代同住情况、 配偶

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 所有回归都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及省份 - 时间固定效应; 括号内为聚类到

个体层面的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 、 5%以及 10%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1991 - 2011 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表 4 第 (1) 列至第 (3) 列的估计结果显示, 一孩生育经历对高收入水平家庭的

意愿生育数量的影响最为显著, 使得意愿生育数量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上升了 0. 452;

其次是低收入水平家庭; 中等收入水平家庭的意愿生育数量受到的影响则在统计上不

显著。 换言之, 一孩生育经历对意愿子女数量的影响, 在家庭人均收入水平不同的群

体中, 随收入上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 U 形关系。 本文推测, 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都

从一孩生育经历中获得了满足感, 但当家庭人均收入由低收入水平过渡到中等收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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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 养育子女的机会成本会大幅增加, 其在家庭生育决策中发挥了支配作用, 导致

女性的意愿生育数量下降。 随着家庭人均收入从中等收入水平转到高收入水平, 家庭

成员拥有更多时间和金钱追求闲暇和其他商品消费, 收入效应在家庭消费和生育决策

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造成意愿生育数量上升。 这也为中国近年来生育率的持续走低提

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即尽管中国已经实现了全面脱贫, 但仍然有大量家庭处于由低

收入水平向中等收入水平过渡的阶段, 生育和养育子女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都在迅

速增加, 导致生育意愿大幅下降。
(二) 不同照料可得性下一孩生育经历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隔代照料现象在中国普遍存在, 当面临儿童照护需求时, 祖辈常常充当儿童的看

护者角色。 大量研究表明, 祖辈照料的可得性在个体的生育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于也雯、 龚六堂, 2021; Aassve et al., 2012)。 如果祖辈与孙辈居住在一起, 提供隔

代照料的可能性就更大, 女性在家庭层面能获得的生育支持与育儿体验就更好。 因此,
本文根据问卷中 “是否与父母共同居住” 和 “是否与公婆共同居住” 这两个问题来判

断受访者是否存在隔代照料, 并分析了有无隔代照料在一孩生育经历对生育意愿影响

上的区别, 估计结果报告在表 5 第 (1) 列和第 (2) 列。
估计结果显示, 一孩生育经历对隔代同住家庭女性的意愿生育数量以及隔代分居

家庭女性的意愿生育数量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且对隔代同住家庭的作用效果明

显更强。 这一估计结果符合预期。 与父母或公婆共同居住提高了儿童照料需求的可及

性, 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养育成本, 使得一孩生育经历对女性意愿生育数量的正向

影响更加明显。 这表明儿童照料服务的可及性对个体的生育决策具有重要影响。
(三) 不同出生性别下一孩生育经历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生育文化中, 家庭普遍具有 “男孩偏好”。 如果第一胎生育女孩, 那么

家庭更有可能继续生育, 直到生育男孩 (张川川、 马光荣, 2017; Zhang, 2019)。 因

此, 一孩的性别可能会对生育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有鉴于此, 本文按照一孩的性别分

组, 估计一孩生育经历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结果报告在表 5 第 (3) 列和第 (4) 列。
表 5 第 (3) 列和第 (4) 列的估计结果显示, 无论一孩为男孩还是女孩, 一孩生

育经历均能显著提高女性的意愿生育数量, 但当一孩为女孩时, 一孩生育经历对女性

意愿生育数量的影响更强。
(四) 一孩生育经历对生育意愿影响的城乡差异

农村和城市地区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家庭生育偏好和面临的生育约束往

往存在较大差异。 例如, 农村地区可能更加流行 “多子多福” “养儿防老” 等传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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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观念, 且农村地区育儿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通常低于城市地区①。 因此, 一孩生

育经历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可能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 为此, 本文进一步按被调查女性

的居住地类型划分为城市和农村两组样本, 分别估计一孩生育经历对城市和农村女性

生育意愿的影响, 估计结果报告在表 5 第 (5) 列和第 (6) 列。 估计结果显示, 无论

是农村家庭还是城市家庭, 一孩生育经历均显著提高了意愿生育数量, 但农村家庭意

愿生育数量的上升幅度更大。

表 5　 一孩生育经历对意愿生育数量的异质性影响: 考虑照料可得性、 一孩性别和居住地类型

意愿生育数量

按居住安排分组 按一孩性别分组 按居住地类型分组

隔代同住 隔代分居 一胎男孩 一胎女孩 农村 城市

(1) (2) (3) (4) (5) (6)

一孩生育经历
0. 450∗∗∗

(0. 078)
0. 330∗∗

(0. 156)
0. 338∗∗∗

(0. 096)
0. 558∗∗∗

(0. 091)
0. 443∗∗∗

(0. 086)
0. 339∗∗∗

(0. 10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 -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030 892 1683 1527 2292 988

调整 R2 0. 476 0. 623 0. 481 0. 547 0. 542 0. 378

　 　 注: 第 (1) 列和第 (2) 列控制变量包括女性年龄、 受教育程度、 医保参保情况、 劳动参与情况、 婚姻状态、
家庭总收入对数、 配偶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 第 (3) 列至第 (6) 列在此基础上控制了隔代同住情况; 所有回归

都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及省份 - 时间固定效应; 括号内为聚类到个体层面的标准误;∗∗∗、∗∗、∗分别

表示在 1% 、 5%以及 10%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1991 - 2011 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五) 一孩生育经历对家庭收入、 消费、 家庭照料和劳动负担的影响

如前文所述, 生育第一个孩子的经历是新父母们重要的学习过程, 他们从中获得

了关于生育成本和效用的最真实体验。 由于 CHNS 数据中主要提供了有关生育成本方

面的信息, 缺乏个体主观效用方面的信息, 因此, 下文将进一步从生育成本角度探讨

一孩生育经历对生育意愿的潜在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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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人口研究的民间公益机构 “育娲人口研究智库” 发布的 《中国生育成本报告 2022》 显

示, 中国 0 ~ 17 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 48. 5 万元, 且城乡之间存在明显差距。 城镇孩子

的平均养育成本为 63 万元, 农村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为 30 万元。 参见 https: / / www. yuwa.
org. cn。



本文从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两方面分析一孩生育经历的影响。 经济成本包括生育

前后家庭总收入与家庭总消费的变化, 时间成本则主要包括照料儿童以及家务劳动的

时间投入。 表 6 第 (1) 列和第 (2) 列报告了一孩生育经历对家庭总收入和家庭总消

费的影响①。 估计结果显示, 一孩生育经历对家庭收入和家庭消费的影响均不显著, 说

明一孩生育在短期内没有对家庭的经济负担造成显著影响。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本文

估计的是生育的短期成本, 即在刚刚完成一孩生育以及做出下一次生育决策之前所发

生的生育成本。 虽然生育一孩在短期内没有显著增加家庭的经济负担, 但随着子女年

龄增长, 养育支出也会增加, 在中长期可能导致家庭经济负担显著上升。

表 6　 一孩生育的实际成本

经济成本 时间成本

家庭总收入 家庭总消费 儿童照料 家务劳动时间

(1) (2) (3) (4)

一孩生育经历
0. 087

(0. 136)
0. 003

(0. 287)
0. 945∗∗∗

(0. 054)
0. 503

(1. 60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 -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3283 3283 2767 3236

调整 R2 0. 377 0. 703 0. 497 0. 124

　 　 注: 家庭总收入和总消费均取对数处理; 控制变量包括女性年龄、 受教育程度、 医保参保情况、 劳动参与情况、
婚姻状态、 隔代同住情况、 配偶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 所有回归都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及省份 - 时间

固定效应; 括号内为聚类到个体层面的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 5%以及 10%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1991 - 2011 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在时间投入方面, 本文根据问卷中 “上周你是否在家照顾自己家 6 岁及以下儿童”

问题, 构造 “上周是否照料儿童” 这一虚拟变量; 根据问卷中与女性家务劳动时间相

关的一系列问题 (包括为家庭购买食品、 为家人做饭、 洗熨衣服、 打扫房间等活动所

花费的时间), 构造 “家务劳动时间” 变量, 分析了一孩生育经历对个体时间利用和时

间投入的影响, 估计结果报告在表 6 第 (3) 列和第 (4) 列中。 估计结果显示, 一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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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家庭总收入包括家庭从事农林牧渔和小手工业及商业的收入、 家庭成员的工资性收入以及其

他零散收入。 家庭总消费则包括家庭从事农林牧渔和小手工业及商业的花销、 人情往来支出、
婚嫁支出以及赡养老人、 抚育子女的费用。 本文对收入和消费均取对数处理。



生育经历会显著增加女性对儿童的照料。 从无子女到有子女, 家庭照料投入增加并不

意外。 同时, 生育一孩后女性每周的家务劳动时间平均增加了 0. 503 小时, 但在统计

意义上并不显著。 结合前文对于照料可得性的异质性分析, 本文推测可能的原因是隔

代照料一定程度上分担了女性在照料孩子上的时间投入。 基于上述估计结果可以推测,

生育子女给家庭带来的短期成本很可能低于生育前家庭所预期的生育成本, 从而导致

家庭在生育第一个孩子以后向上调整了意愿生育数量。

(六) 一孩生育经历对女性及其配偶从业状况的影响

此外, 个体在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和工资收入直接反映了其面临的生育机会成本,

并会影响个体的生育决策。 受传统性别规范和比较优势的影响, 通常情况下是母亲而

不是父亲选择减少有薪工作时间, 甚至退出劳动力市场, 以便投入更多时间在生育以

及抚养照料子女上 (Goldin, 2014; Zhang et al., 2024)。 因此, 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一

孩生育经历对个体及其配偶劳动力市场结果的影响。 表 7 报告了一孩生育经历对女性

及其配偶劳动参与率、 工作时长以及工资收入的影响。

表 7　 一孩生育对女性及其配偶从业状况的影响

劳动参与率 周工作时长 工资收入

女性 配偶 女性 配偶 女性 配偶

(1) (2) (3) (4) (5) (6)

一孩生育经历
0. 022

(0. 042)
- 0. 007
(0. 027)

- 2. 177
(2. 416)

1. 139
(1. 694)

- 0. 211∗∗

(0. 097)
0. 068

(0. 08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 -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3283 3274 1741 2277 1031 1405

调整 R2 0. 292 0. 213 0. 419 0. 357 0. 808 0. 806

　 　 注: 控制变量包括女性年龄、 受教育程度、 医保参保情况、 婚姻状态、 家庭总收入对数、 隔代同住情况、 配

偶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 所有回归都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及省份 - 时间固定效应; 括号内为聚类

到个体层面的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 、 5%以及 10%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1991 - 2011 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表 7 第 (1) 列、 第 (3) 列和第 (5) 列的估计结果显示, 一孩生育经历对女性

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但是对于就业的女性, 生育会显著降低其工资收入, 表

明一孩生育经历确实存在 “母职惩罚”。 表 7 第 (2) 列、 第 (4) 列和第 (6) 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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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显示, 生育对男性劳动参与、 工作时间投入以及工资收入均没有统计上显著的

影响。

六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2000 年以来, 中国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 人口年龄结构快速老化。 生育意愿作为

影响实际生育率的关键因素之一, 理解家庭生育意愿的决定及其变化对于提高总和生

育率具有重要意义。 在 Becker (1960) 的生育理论将子女看作是一种耐用性商品的基

础上, 本文进一步指出生育是一种 “经验性商品”, 有过生育经历后人们对生育的看法

可能会发生改变, 从而影响后续生育决策。 本文使用 CHNS 1991 - 2011 年调查数据,
从经验上考察了一孩生育经历对女性意愿生育数量的影响。

本文研究发现: 一孩生育经历导致女性意愿生育数量显著提高了 0. 432, 相当于使

已婚未育女性的平均意愿生育数量显著增加了 30% 。 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 一孩生育

经历对家庭收入水平较高、 隔代同住、 一胎性别为女孩、 农村女性的意愿生育数量的

促进作用更强。 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一孩生育对家庭经济状况和家务劳动负担等的影响,
发现一孩生育虽然会增加家庭的儿童照料负担, 但对家庭收支以及家务劳动时间投入

并没有产生统计上显著的影响, 表明与生育相关的短期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较为有限,
这可能导致家庭向下修正生育成本, 从而相应地向上调整意愿生育数量。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政策启示。 首先, 对于尚未生育的女性群体,
本文发现一孩生育经历能显著提升女性的生育意愿。 因此, 在鼓励育龄人群生育二孩

乃至三孩之前, 要重视其在生育一孩前后的体验, 助力一孩生育经历发挥积极作用。
针对未育人群, 应通过正确的宣传引导推动其形成更加积极的生育观念, 并辅以有效

的激励措施创造更加友好的生育环境。 具体而言, 一是要解决 “不想生” 的问题。 当

前中国生育率长期低迷, 这既受到计划生育 “少生优生” 理念的长期影响, 也与人民

受教育水平提高、 个体自由意识与性别平等意识上升、 “养儿防老” “多子多福” 等观

念淡化密不可分, 生育给家庭带来的主观效用在下降。 因此, 政策宣传可以更多地从

个体和家庭立场出发, 顺应当代青年关注个人成长与个体价值的趋势, 使更多的人意

识到生育的意义不仅仅是传宗接代, 更是个体收获成长、 实现人生价值、 获得幸福感

的重要途径。 二是要解决 “不敢生” 的问题。 在全国层面完善生育相关的基本保障和

激励措施, 减轻生育造成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其次, 对于已育女性群体, 需要特

别关注她们在社会和家庭层面的生育体验。 例如, 通过提供男女平等的育产假、 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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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幼机构建设等方式, 切实缓解女性生育与职业发展冲突。 同时, 重点关注和帮扶因

为生育而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后续的求职就业问题, 为女性创造公平的劳动参

与机会和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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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of First-Child Birth and Adjustment of
Fertility Intentions

Zhang Chuanchuan, Pu Yuheng & Yang Jie

(School of Economics, Zhe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 Understanding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fertility intentions is crucial for optimizing fertility

policies and promoting long-term balanced population growth.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childbirth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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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in to an experience good, meaning the experience of childbirth significantly influences an

individuals fertility intentions. Using data from the 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 and event

analysis methods, this paper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how the experience of having a first child

impacts womens fertility intention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experience of having a first child

increases the number of children women intend to have. On average, after having their first child,

womens intended number of children increases by 0. 432, equating to a 30% rise for married women

without children. The experience of having a first child has a more pronounced effect on increasing

the intended number of children among women with high-income levels, those living with parents,

those whose first child is a girl, and rural women. The paper furth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having a

first child on the familys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finds that although family investment in childcare

increases, family income and consumption levels are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ed statistically.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short-term economic cost of having a first child is relatively limited, implying

that the actual economic cost of having a first child may be lower than anticipated before childbirth,

leading women to increase their intended number of children.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indicate that

having a first child can indirectly encourage having a second child. Therefore, fertility support

policies should not only focus on second and third childbirths but also on encouraging and guiding

first childbirths.

Keywords: experience of first-child birth, fertility intentions, childbearing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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